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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２０世纪中后期,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相互融合产生了国际政治心

理学这一独立的交叉性学科,政治心理学理论成为研究国际政治现象的路径

之一.２１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有了新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

与实践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经验开始受到重

视.由于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那么,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 如何评价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

进展与问题? 如何看待此研究的未来发展? 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

理学和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著有«政治心理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
«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等.

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
实践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尹继武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一、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在一些学者看来,心理学路径似乎不是国际政治

研究的主流,您能谈一下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演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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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以下简称“尹”):首先要厘清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含义.政治心理

学是政治学下面一个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国际政治心理学一般是指心理学或

者政治心理学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该学科的研究路径较为宽

泛,包括很多不同的流派,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① 国际政治

心理学学者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对国际政治议题进行一种比较微观的研

究,这些议题包括国际安全问题、领导人与外交决策(决策心理学)、国际冲突、

恐怖主义(国内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战略互动等.比如,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Schelling)在«冲突的战略»

一书中论述了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在谈判中的重要作用,②就是运

用心理学理论分析战略互动的成果.同一时期,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Waltz)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分析了战争发生原因的三个意象

(images),第一个意象就是人性,③而人性一直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

议题.“９１１”事件以来,对恐怖主义、美国与中东等国家关系的研究也成为

关注的重点.

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心理学作为一个交叉性学科,不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

流,但在我看来,国际政治心理学关注和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都是与主流

的国际关系研究紧密联系的,比如,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战

争的起源、和平条件和非传统安全研究等;还有与建构主义相联系的社会化研

究,包括国际社会化研究和政治学习研究等,都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重

点;④在对外决策研究中,决策心理学也是该领域很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从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议题来看,比如,战争的起源、决策中的认知偏差、领导

人的政治心理学、战略互动的心理学、恐怖主义治理、国际冲突、族群冲突等,

都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经典或者最新的命题.可以说,国际政治心理学研

究是主流路径,具有很强的西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与此同时,国际

政治心理学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强调微观路径,这是该学科独有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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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更为一般性的理论知识评述,参见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流派评析»,«国
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４期;Rose
Mcdermott,PoliticalPsychologyinInternationalPolitics,Ann Arbor:Universityof Michigan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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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郑志刚、王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和战争»,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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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



特点.

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起源,一般认为,政治心理学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后正式奠基,国际政治心理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该学科的产生

有以下四个背景:第一,与现实主义的对话.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结构等确

定性因素,对人性等因素没有进行精确地研究和科学归纳,国际政治心理学强

调人格、信念、认知、情感等因素,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补充与对话;①第二,外

交决策心理学的兴起.外交决策分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美兴起的,

包含很多分析模式和路径,比如心理学路径、官僚政治路径和文化路径等,在
这些模式的竞争之中,研究领导人性格、认知和情感的外交决策心理学成为一

个重要分支;②第三,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对话.１９５７年,理性选择理论鼻祖、美
国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出“理性

人”或者“经济人”假说,奠定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③国际政

治心理学的研究将“经济人”推进到“心理人”,从理性假定演进到有限理性假

定,这是对理性主义的挑战,也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推进;第四,政治心理

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心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经历了阶段性演

进,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主要进行人格理论(精神分析学)研究,６０—７０年代占

主导的是政治态度与投票行为研究,８０—９０年代开始进行社会认知、政治信念

与决策研究,④作为政治心理学的次领域,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演变与之相

适应.

王:在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注意到建构主义很重视

观念的作用,因此,有人认为政治心理学与建构主义很相似,请您谈谈这两者

的关系?

尹:中国学术界很容易混淆政治心理学与建构主义(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亚

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⑤),认为两者非常接近,但两者存在异同.

从共同点来看,两者都可以被称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理念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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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心理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体现为两个维度,其一是以杰维斯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一般被

称为心理现实主义,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将领导人的知觉因素纳入进来,强调单元层次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
在“社会认同冲突”辩论中,政治心理学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微观基础.参见JonathanMercer,“Anarchyand
Identity,”i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４９,No．２,１９９５,pp．２２９Ｇ２５２.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７４—７８页.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版.
尹继武:«政治心理学的争辩议题评述»,«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第１７１３—１７２０页.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强调软性变量的作用,强调因果作用或者建构作用,而非物质主义的世界观.
这个共同点是人们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

但是,两者有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流派不同.从现

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大理论流派的政治谱系来看,政治心理学属

于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一方面,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为代表的政

治心理学学者运用心理学路径,研究心理学变量的作用,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微

观的基础和论证,所以人们一般将杰维斯归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另一方

面,随着学科的演进与发展,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关注心理因素,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把国内政治,尤其是领导的认知心理因

素纳入到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之中进行研究.① 因此,政治心理学位列现

实主义的政治谱系之下,而后者属于建构主义理论流派.同时,两者的核心概

念也有所差别,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心理学中的基础性概念,包括领

导人的人格、领导风格、世界观、认知偏差、情感和认同等,强调领导人和社会

民众的心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到的作用,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观念是

社会学概念,并不是严谨的、基础性的心理学概念.
第二,世界观不同.不同的理论流派对政治本质的看法是不同的,同现实

主义者一样,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在研究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和战争起源等问

题时大多持悲观冲突论,比如,杰维斯在解决为什么战争在本可以避免的情况

下依旧发生这样的问题时,首先是接受冲突的出现,然后讨论避免冲突的方

法.② 建构主义者大多持温和合作论或者历史进化论,强调合作的可能,认为

历史是不断演进的,比如,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分析了无政府

体系中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认为这些文化是基于不

同的角色关系,即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纵观国际关系史,温特推论无政府文

化会向着进步的方向不断演进.③

第三,研究方法的差异.国际政治心理学借鉴心理学的方法,遵循科学实

证主义,主张通过经验观察和测量得出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是一种自然科

学化的研究方法,比如,对历史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对对外政策的文本或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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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行定量分析、引入编码技术测试和考察领导人的人格特质、政治偏好等.①

建构主义虽然坚持科学实在论,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认知的,但从对

建构主义的批评观点来看,建构主义的观点很难通过案例或者实证进行检验,

即使是温特的建构主义也是强调建构关系,同样很难因果验证,批判性建构主

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更偏向于批判、解构和话语分析,也不是一

种科学实在的研究方式.

王:中国学界一般谈到国际政治心理学,就会想到罗伯特杰维斯及其研

究成果,您能谈谈欧美学界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流派和进展吗?

尹:首先,罗伯特杰维斯的确是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最知名的学者之

一,因为他在认知领域的研究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但是,如前所述,国际政

治心理学的核心议题和流派非常多元,这个学科经历了阶段性的历史演变,可
以看作是多个理论流派的集合.我认为,欧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大

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人格分析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

美国际关系学界,对外政策的心理学分析和国家领导人研究开始兴起,这属于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路径是精神分

析学说和行为主义研究,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主要借鉴精神分析学说对重大

的国际政治变迁和重要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较

为分散,但也不乏经典之作.１９５６年,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George)和
他的妻子朱丽叶乔治(JulietteGeorge)出版了«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

的精神分析»一书,乔治夫妇认为威尔逊的幼年成长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产生

了重要影响,父亲的严厉导致威尔逊的自信不足,需要通过追逐权力来弥补这

种自卑感,而在获得权力后,他会变得固执己见、毫不妥协,这种性格特点在威

尔逊个人发展和政治生涯中反复出现,对他个人及美国的国家政治和对外关

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州长期间,

威尔逊固执的个性曾使他遇到挫折,在担任总统期间,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国会

的关系,导致他提出的国际联盟方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② «总统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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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一书试图从威尔逊的人格特质中解读他在政治

生涯中的行为模式,是迄今为止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美国

学者詹姆士巴伯(JamesBarber)和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Greenstein)所
著的«总统的性格»和«总统风格»都是研究领导人个性的作品;①美国精神分析

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在著作«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根

源»中对印度领导人甘地进行精神分析,探析他如何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成功动

员印度人民.② １９３５年,美国政治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LassＧ
well)出版了«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③从精神分析角度探讨战争爆发前

整个世界政治中的个体焦虑和社会心理,这本书虽然没有直接分析战争起源

等问题,但反观当前“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等问题的出现,拉斯韦尔的思想

对研究当今世界的社会心理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二阶段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认知研究阶段.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起,

以杰维斯为代表的学者们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研究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

或者认知偏差.杰维斯对知觉与战略互动的开创性研究对国际政治心理学认

知流派具有奠基性作用,他有两本代表作,第一本是１９７０年在他的博士论文

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借鉴了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托马斯谢林的理论精华,以及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Ｇ
ing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论,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丰富的历史案

例,研究国家间的战略互动问题,以及在战略互动中一国如何向别国投射真实

或者虚假的形象,影响别国对该国看法,④这项研究非常具有理论性和启发性.

第二本是１９７６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也是国际政治心理

学领域最为知名的作品,这本著作研究的是与第一本书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战

略过程,即接收别国投射的形象,产生对别国看法的过程.作者在书中分析了

领导人的认知心理及领导人知觉形成的动力机制,详细论述了错误知觉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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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坦:«总统风格»,李永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美〕埃里克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中

央编译出版社已推出“心理传记译丛”,并组织了多期心理传记学年鉴.关于心理传记学更为一般性的理论

和方法问题,参见〔美〕舒尔茨主编:«心理传记学手册»,郑建虹等译,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王菲易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



型及产生这些错误知觉的原因.① 两本书研究战略互动的两个紧密相连的过

程,即信号表达及其解读.这一阶段还有一些代表性学者,比如,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奥利霍尔斯蒂(OleHolsti)教授在«危机、升级与战争»一书中分析了

在危机情况下做出外交决策时会发生哪些错误判断,并在«认知动力和敌人形

象:一项案例研究»中基于认知相符理论,分析为何杜勒斯持有对苏联“内在邪

恶”的信念无法改变;②哈佛大学卡尔多伊奇(KarlDeutsch)教授将计量方法

引入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注重研究政治系统中的决策活动和信息沟通.亚

历山大乔治在这一阶段也有理论创新,１９５１年,兰登公司的内森莱特(NaＧ
thanLeites)研究员研究苏联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信仰时提出了操作码(operＧ
ationalcode),但并未得到重视,乔治使用操作码分析苏联的政治信仰和领导

人的政治风格,使操作码更加概括化和系统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个新的

心理学研究路径.③ 此外,乔治的研究涉猎非常广泛,还包括领导人如何利用

政府内部的信息系统做出政治判断,以及冷战期间美国对威慑政策的使用等.

由于乔治在政治心理学领域贡献突出,１９９４年,美国«政治心理学»刊发了亚历

山大乔治研究成果专刊,２００４年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设立了“亚历山大乔

治图书奖”,颁发给上一年度政治心理学领域最优秀的图书.④ 除领导人个体

的错误知觉,决策小团体的思维特性及其危害受到关注,心理学家贾尼斯的研

究是这一领域的经典.⑤

第三阶段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情感研究阶段.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

起,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情感与情绪等心理因素,这属于国际政治心理学最新

的、也是最前沿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情绪(情感)的非理性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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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版.
OleR．Holsti,Crisis,Escalation,War,MontrealandLondon:McGillＧQueensUniversityPress,

１９７２．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TheJournalofConflict
Resolution,Vol．６,No．３,１９６２,pp．２４４Ｇ２５２．

尹继武:«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进步及其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前
沿与热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一届博士论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５—９６页;Alexander
L．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sandDeciＧ
sionＧMaking,”in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１３,No．２,Jun．１９６９,pp．１９０Ｇ２２２.

张清敏:«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里程碑: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美国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２期,第１２１页.

〔美〕欧文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张清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版.



为,情绪和情感是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因素会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产生负

面作用,匹兹堡大学理查德勒博(RichardLebow)教授、耶鲁大学欧文贾

尼斯(IrvingJanis)教授等学者引入情绪的变量来分析认知偏差,解释了认知

偏差为什么会产生.１９７７年,贾尼斯在«决策»一书中指出,自满、消极回避和

焦虑等情绪会影响人们做出决策;１９８１年,勒博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

的特性»一书中分析了很多国际危机的起源和政治过程,并讨论了防御机制、
压力和情绪是如何影响国际危机的起源和升级.①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集

中讨论情绪作为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因素对认知产生的负面作用,而在杰维

斯的研究里面基本没有涉及情绪和情感对于错误知觉的作用,２００４年,杰维斯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提到,令他遗憾的是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情绪和情感

的重要性.②

第二,情绪(情感)的理性研究时期.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开始对情绪和情

感的作用进行再思考,同时,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或情感神经科学的先进实验技

术,人们了解到大脑的内部结构和工作机理,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界得以重新讨

论情感和认知的关系,解决了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等哲学家一直试图解决

的情绪与理智的关系问题.③ 该时期,对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有两个基本观

点:其一,情绪是理性产生的必须要素;其二,情绪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比

如,有的病人大脑受到损伤,丧失了产生情感的能力,他们的理性决策判断也

会受到很大伤害.对负面情感的战略性作用,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分析了恐

惧的进化作用,并在国际政治中进行系统的论证,认为负面情绪对于个人的生

存和国家安全是必需的,而这种恐惧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对别国意图

存在猜疑,所以,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不大.④ 愤怒、内疚等情感也有重要作

用,比如,愤怒可以传递某国的政治敏感性及其偏好;德国向以色列的道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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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IrvingJanisandLeon Mann,DecisionMaking:APsychologicalAnalysisofConflict,Choice,
andCommitment,NewYork:FreePress,１９７７;RichardNedLebow,BetweenPeaceandWar:TheNature
ofInternationalCrisis,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１．勒博后期对于前景理论的

逻辑有些推进,参见〔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ThierryBalzacqandRobertJervis,“LogicsofMindandInternationalSystem:AJourneywithRobＧ

ertJervis,”in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３０,No．４,２００４,pp．５６４Ｇ５６５．
〔美〕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版.JosephLeDoux,TheEmotionalBrain:TheMysteriousUnderpiningsofEmotionalLife,
NewYork:SimonandSchuster,１９９６．

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第３—４１页;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董杰旻、朱鸣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赔偿表达的是一种内疚的情绪,这种内疚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但从长期来

看,这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使他们从历史上的敌对关系转变为现在的盟友关

系.① 还有学者对国际政治领域的情感进行系统说明和分类,比如,将情感分

为积极情感(团结、友爱、信任等)与消极情感(仇恨、恐惧、愤怒等),或者将情

感分为个体情感(领导人的情感)和集体情感(决策团体、民族国家、社会公众

以及国际体系的情感文化等).牛津大学郝拓德(ToddHall)副教授等人借助

于情感心理学、音乐等领域的划分,将国际政治中的情感区分为状态情感和基

调情感,状态情感是即时性的情感,基调情感是固定性的情感,状态情感经过

长期累积和沉淀,可以转化成基调情感.②

情感的理性研究与一些传统核心议题相结合,使威慑、信念和信任等概念

得以重构,具体包括:国际危机、和解问题、人道主义救援、道歉外交和领导人

首脑外交(面对面外交)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主要强调情感的理性与战略

作用,对国际关系中如何研究情感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说明,代表性人物有杰维

斯的两位学生:华盛顿大学乔纳森默瑟(JonathanMercer)教授和布朗大学

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Mcdermott)教授,③他们将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引入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还有更为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郝拓德和俄亥俄大学安

德鲁罗斯(AndrewRoss)副教授等.

二、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和创新

王:请您介绍一下,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是如何兴起和发

展的?

尹:冷战结束以来,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渐兴起,这是中

国国际关系学科不断深化和制度化的结果.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兴起背景

大致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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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dHall,EmotionalDiplomacy:OfficialEmotionontheInternationalStage,IthacaandLonＧ
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

关于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参见〔加〕郝拓德、〔美〕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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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日.
相关代表性作品参见 RoseMcdermott,“TheFeelingofRationality:TheMeaningofNeuroscientifＧ

icAdvancesforPoliticalScience,”in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２,No．４,２００４,pp．６９５Ｇ６９６;Jonathan
Mercer,“EmotionalBeliefs,”i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６４,No．１,２０１０,pp．１Ｇ３１.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成熟的推动.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要流派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知,中国的国际政

治心理学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社会现实的驱动.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不仅是理论上

的研究,还与国际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国际政治谱系传承下来的经典问题和当

今国际社会重大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包括恐怖主义的爆发、冷战后地区性

的国际冲突、领土争端、民族主义高涨、大国之间战略信任的建构、国际冲突中

的信号表达和首脑外交等,都需要从微观的政治心理学角度进行剖析.中国

学界研究比较多的公共外交也与政治心理学有密切联系.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路径的多元化需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引

进和消化阶段主要聚焦于主流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为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路径的引入提供了

可能性.

第四,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在王逸舟、张清敏、秦亚青

等学者和我本人引介西方学界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代表

作的基础上,①经过一定的消化和吸收,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进入了发展和

创新阶段.近十年来,西方主流学界关注的议题,比如情感和情绪的战略作用

等议题,中国学界也在普遍关注.②

王: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中国学者对此有哪些贡献?

尹: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从兴起发展到现在已历经３０多年,在我看来,这
项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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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端:«人性与国际关系»系列文章,«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０年第４、５、６期;秦亚青:«罗伯特杰维

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０—２１７页;石之瑜:«当代政治心理学的教材与方法:文献简介»,(台湾)«政治科学论

丛»１９９９年第１０期,第２７—５８页;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第３９—４５页;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年第９期,第１８—２３页;张
清敏:«“小集团思维”: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国际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７４—７８页;李存娜:«国际

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国际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６页;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

论»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６２—６８页;蒲晓宇:«政治心理学»,载华世平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政治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８０—２０５页.

在学科知识译介中,除秦亚青早年将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翻译并由世界知识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外,其他大部分作品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和中央编译

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中得以向国内学界译介的.
在此,我对中国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及其贡献进行评述,或许会遗漏一些方向的研究.在主流的国际

关系理论创新方面,比如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等,实际上均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心理的

核心概念,但它们均不是政治心理学研究.



第一,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紧密结合.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心理

学研究中的重要特色,比如,外交学院的师生长期将温特的建构主义与政治心

理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现了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结合.中国学者在这

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理论创新,比如,重构了情感与身份的关系,身份是建构主

义理论中的概念,但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考量,建构主义中对身份的研究存在

不足,而中国学者将身份与关系、情感等因素相互结合开展研究,拓展了原有

的建构主义理论.① 身份政治的讨论成为政治心理学与主流建构主义结合的

核心路径,陆军航空兵学院景晓强副教授等人对比了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

理论对于行为体身份建构的不同路径,也进一步分析了情感驱动身份稳定,推
动国家制定合理的身份管理对外政策.② 另有研究将面子、身份与情感作为中

国对外关系的动力,并考察了晚清中国外交变迁的案例.③ 秦亚青将“过程”和
“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进行概念化处理,将过程定义为运

动中的关系,并强调过程的自在性及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建构作

用.④ 中国学界还重新探讨了规范传播与情感之间的关系.西方建构主义对

于规范研究很深入,但没有将情感因素考虑进去,有中国学者将二者联系起

来,探讨其中的逻辑关系.外交学院聂文娟副教授在«非盟与东盟人权规范的

比较研究»中对非盟和东盟地区的规范建构案例进行对比研究,指出“非盟和

东盟不同的怨恨情感影响了二者各自的人权规范认知进程和集体身份建构进

程,最终二者形成了不同的人权规范认同”.⑤ 近些年,情感与身份是中国国际

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这既与建构主义实现了紧密结合,也创新了

传统策略与决策分析的微观基础,比如情感动员及其策略是恐怖主义、选举政

治中的核心议题.⑥

第二,对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重构.唐世平在«安全困境:

一个概念性的分析»一文中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深入整合和系统梳理,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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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季玲:«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与身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行为体施动者:基于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分析»,

«外交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１—１１０页.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为中心的讨论»,
«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５７—６８页.

景晓强:«身份危机、面子与对外政策»,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第６９—８６页.
聂文娟:«非盟与东盟人权规范的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i页.
柳思思:«公众情感引导机制研究:塔利班与美国对阿富汗的公众情感引导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５８—７６页.



地提出安全困境所必须具备的八个特征,这是唐世平整合了西方学者对安全

困境的不同理解,运用系统理论提出的一种综合性解析.① 唐世平还对其他一

些政治心理学核心概念,比如声誉、信任、战略保证,以及秩序、权力等社会科

学概念进行系统的概念梳理和创新.② 我本人在«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

理论性探讨»一文中对战略默契和共识概念进行重新解析,综合建构主义和社

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关于默契的综合性理论,提出了虚假(部分)共识和真实

(完全)共识;消极共识和积极共识等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共识的国际效

应.③ 另外,我对盟友信任的类型进行划分,分为工具性信任、情感性信任和混

合性信任三种类型,并讨论联盟形成过程中信任形成的理性主义机制和社会

归因机制.④

第三,跨学科借鉴较为丰富.中国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学中

寻找理论资源,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家国天下的逻辑与西方国际秩序的逻

辑之间的不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面子”和“人情”等概念等重构西

方的情感政治逻辑.比如,秦亚青将“关系”置于动态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研

究,提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阎学通借鉴先秦国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政治影

响力和“道义”感召力对中国获得世界主导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了道义现实主

义;尚会鹏系统研究了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L．K．Hsu)的理论学说,“认
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诸如伦人对外关系模式、
‘服国’的国家政治形式以及包括‘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的天

下体制世界秩序观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心理文化学路径”.⑤ 唐世平运

用演化心理学的理论,系统考察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与战争及制度的起源,综
合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动态社会进化理论,在其理论中展现了国际社会从进攻

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⑥ 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包括秦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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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hipingTang,“TheSecurityDilemma:AConceptualAnalysis,”SecurityStudies,Vol．１８,No．３,
２００９,pp．５８７Ｇ６２３．

相关著作(包括未发表的工作论文等),可参见唐世平的个人主页:http://www．sirpa．fudan．edu．
cn/? p＝９３８５.

尹继武:«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３３—５５页.
关于单边默契与虚假共识的理论研究,参见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９期,第４—３３页.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

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２１—３９页.
尹继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４６页.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①阎学通的«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②唐

世平运用进化心理学系统构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③尚会鹏和游国龙

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④张清敏等人的«中国对外行为的

思想根源探析»、⑤黄光国的«儒家文化与国际政治中的“脸面”动力»⑥和蒲晓宇

的«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⑦等.

第四,十分关注中国的外交实践与经验.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基本

上是“西方中心主义”,主要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或者西方的近现代国际关系

史,中国学者聚焦于古代和近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研究中国领导人的

个性和领导风格.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在«领导人人格特

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比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剖析两位领

导人的人格差异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型和演变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分析人格

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⑧格里菲斯大学冯惠云副教授通过

操作码分析批判了美国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关于毛泽东是强势的现实主义者

而非儒家领导人的观点,她同时认为,毛泽东的行为受到外部环境与威胁的影

响:在战争或危机形势下,他的政治信念更为敌对并更易用武;在非危机与非

战争时期,他的政治信念本质上是非进攻性的.⑨ 复旦大学林民旺教授运用前

景理论和观众成本理论,解释在损失心理下的战争决策行为,并以中国抗美援

朝作为案例分析,而王栋以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为基础,讨论了国家利益并

不能解释中美在危机中的冲突行为. 在运用中国经验/中国案例时,对于究

９４１

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４—１０页.
阎学通:«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５０—１６５页.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张清敏、李敃窥:«中国对外行为的思想根源探析»,«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３—２０页.
黄光国:«儒家文化与国际政治中的“脸面”动力»,«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２０—３４页.
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９期,第３４—４９页.
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９３—１１９页.其

他相关的研究如:张清敏、潘丽君:«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
５４—７２页;张清敏:«隐喻、问题表征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８１—１００页.

冯惠云、李小舒:«防御性抑或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代码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３３—４０页;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５第４
期,第１—２３页.

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损失规避的战争决策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王栋:«超越

国家利益:探寻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美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２７—４６页.实际

上,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是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韩召颖、宋晓丽:«美
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决策探析:小集团思维理论的视角»,«外交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６２—７７页.



竟是中国案例和中国知识到底是普适性还是独特性,尚未形成共识.“文化差

异论”者试图讨论中国文化政治及其国际政治效应的独特性,而“普世论”者认

为中国知识反映了一般性的政治心理逻辑,前者以尚会鹏对心理文化路径的

研究为代表,后者以唐世平对安全困境、进化心理的研究为代表.①

王: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

尹: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微观视角.

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比较重视宏观视角,但在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

研究两方面存在不足,而国际政治心理学将人和人性纳入到国际政治研究,有
助于弥补这一不足.② 同时,中国学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这也是对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种补充.③

第二,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借助文化心理学等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实现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中国学者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

政策实践经验之中吸收理论营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具有创新性的

代表正是吸收了文化心理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营养,
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论观点.

第三,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重构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这
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种创新.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谱系来看,西
方学者从理性假定推演到有限理性假定,再到情感理性假定,最后到中国国际

关系学者提出的关系理性假定,中国学者引入“面子”和“关系”等概念所开展

的研究是对西方理性假定研究的批判与推进.④ 中国学者对于安全困境、信任

和共识等核心概念的重构,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前端创新.⑤

０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文化差异与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的关系思考,参见尹继武:«国际关系理论创

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
政治心理学一直参与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比如“社会认同冲突辩论”及建构主义关于

身份政治的讨论等.
政治心理学对于战略行为、战略互动的心理学讨论,使战略研究得以细致化,谢林、杰维斯等研究也

是这种路径.
秦亚青提出“关系理性”的假定,参见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第４—１０页.中国台湾学者在吸收中国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提出“关系平衡”理论,参见 ChiungＧChiu
HuangandChihＧYuShih,HarmoniousIntervention:ChinasQuestforRelationalSecurity,Burlington,
VT:Ashgate,２０１４.

前端创新与后段创新,是我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创新类型的区分.前端创新更多在核心假定

层面的创新,而后段创新更多是竞争性的实证和中层理论解释建构.



第四,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的行动导向理论.秦亚

青曾将国际关系理论区分为知识导向理论和行动导向理论,“知识导向的定义

是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知识的积累、生产和再生产.行动导向的定义是

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指导行动”.① 中国学者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

战略研究中形成的政治心理学理论,对于中国对外关系和中国战略互动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应用于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等

方面.②

三、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和不足

王:国际政治心理学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方法取

向,另一种是心理学方法取向,您如何看待心理学方法在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

的研究中的地位?
尹:这两种政治心理学方法取向是长期存在的,有的偏向政治学,有的偏

向心理学,但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取向的地位不同.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界早

期较多使用政治和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外交史或冷战史案例,③而目前心理

学方法得到更多的使用,包括领导人的数据库、政策偏好测试等.中国学者对

于历史案例分析运用政治学方法较多,对于计量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心理学

方法运用不多.两种研究方法取向的选取与研究对象的不同有关,在研究集

体政治行为等国内政治现象时,或者对领导人的对外决策等文本进行分析时,
由于研究样本能够直接接触到,因此,更适合运用心理学的实验、定量和文本

内容分析方法进行微观研究;在研究国际关系案例或者冷战史时,研究样本是

很难直接接触到的,所以,更多采用历史案例方法进行宏观研究,相关外交决

策、国际危机案例数量较少,因而更多是对领导人话语、外交政策文本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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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７—
１３页.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非常注重对实践问题解决的意义,比如领导人交往、民族主义冲突、外交决

策、恐怖主义、国际战略互动、领土争端等.关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议题,可参见〔美〕戴维霍顿:«政治心

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尹继武、林民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初期的领导人人格研究都是历史案例研究方法.冷战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和学者,大多是运用历史

案例研究方法.参见 DeborahWelchLarson,Origins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Ｇ
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５.



量内容分析.对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传统上案例研究较多,①随着领导

人人格测量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像操作码研究、人格的内容分析方法和专家问

卷测试法都得到一些应用,比如关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操作码分析和特

朗普的人格特质分析等.②

目前,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趋势之一是将定量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方法

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在涉及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尤为如此.中国国际政治心理

学总体上处于政治学实证主义研究阶段,偏向于传统政治学的案例研究,而标

准的心理学实验、测量等方法使用相对较少,不过,也有中国学者采用调查问

卷等方法研究社会舆论与民意等.③

王: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尹: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

不足.
第一,中国学者在案例研究方面投入大量精力,比如研究外交史案例、领

导人个体案例、重大国际性事件和国别比较案例等,采用的多为传统的政治学

研究方法,而在比较案例研究的设计、变量控制等方面存在不足,对于外交史

文献档案一手材料的使用不充分,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度不够.
第二,受制于交叉学科的特性,中国学者多为政治学背景,对于实验心理

学和测量心理学等知识了解不多,在研究中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不足.
但人性、性格和情感属于心理学中的隐性变量,而非经济等物质性显性变量,
对于心理学变量的测量、收集、整理和分析,需要科学的心理学方法作为支持,
不然将会导致研究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不足.④

第三,中国学界的大部分研究仍停留于传统案例研究阶段,比如外交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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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清敏对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及其国际关系影响,属于定性的内容归纳法.参见张清敏、潘丽君:«类
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５４—７２页;张清敏:«隐喻、问题表征

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８１—１００页;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

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９３—１１９页.
冯慧云:«中国是现状改变国吗? 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

３６—５８页;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２３页;尹继武、郑建君、
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５—２２页.

韩冬临:«想象的世界:中国公众的国际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谢韬:«从民意调

查看中国的对美外交和中美关系»,«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６３—７５页;张传杰:«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

究现状的思考»,«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４９—５８页.
当前在民意、舆论和态度调查研究中,有较为系统的科学方法和测试,但在人格、认知、情感、认同等

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心理学方法运用得尚不够多.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注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的研究传统,
加剧了这种对微观方法和技术的忽视,反而认为过于心理学化会导致研究解释力下降.产生该问题的原因

不仅来自学科传统,也来自研究者对于方法掌握不足而采取的认知平衡.



研究等,属于定性研究,对当前西方比较前沿性的定量研究跟进不足,比如在

实验心理学、测量心理学和领导人政治风格的操作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缺乏

科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更没有去发明或创设特定的研究技术和方法.①

第四,在大数据时代,政治心理学研究开始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扩散,
而中国学者大多集中研究高级政治问题,比如国家战略安全、领导人个性、外
交决策和领土争端等,对于社会舆论、精英和民众的政治心理研究也有待于进

一步深入.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得国际政治深入到社会之中,普通民众也可以

通过网络等多种方式影响国际政治,比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会精英

在互联网平台上持何种政治态度,就值得研究和引入新的大数据分析技术.
此外,相关的政治心理学数据库并没有受到学术研究的重视.雪城大学赫尔

曼(MargaretHerrmann)教授建立了系统的领导人政治心理学数据库,也发展

了相应的远距离领导人人格测试方法,中国学者在数据库和分析工具的研究

和创造方面显然是需要更大的投入.②

王:除方法论外,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还有哪些问题?
尹: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缺乏对国际政治心理学知识谱系的系统了解,难以在知识谱系中找

到自己的坐标.比如,相关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提出研究领导人人格的议题,
更多从现实角度出发,但不了解之前的人格理论是怎样的,也没有系统运用人

格研究方法进行测试,更多是感想和经验式概括,不能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准确

定位,知识创新意识不够.清晰准确的定位,与西方既有理论进行对话,对于

理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仅有个案式研究不足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第二,中国外交研究中运用政治心理学存在困难.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

需要回应中国对外关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中国的对外决策和战略互

动进行微观研究和分析,但由于中国的决策材料比较离散、不够系统,并且存

在政治敏感性的问题,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中国学者将中国传

统文化因素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并对中国经验和西方经验之间的关系进行系

统分析,实现了理论创新,但对中国经验的普适性缺乏理论论证.比如,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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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政策偏好分析、定量文本内容分析,参见 GöranBroström,EventHistoryAnalysiswithR,
NewYork:CRCPress,２０１２;JanetM．BoxＧSteffensmeierandBradfordS．Jones,EventHistoryModelＧ
ing:AGuideforSocialScientist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HansＧPeterBlossfeld,
etal．,eds．,EventHistoryAnalysiswithStata,NewYork: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２００７.

JerroldM．Post,ed．,ThePsychologicalAssessmentofPoliticalLeaders,AnnArbor:TheUniＧ
versityofMichiganPress,２００１．



“面子”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是否具有独特性,有学者提出意见,认为“面子”是
一种基本的人性,其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表达方式,而不能说它是人性的根

本差异;同时,中国经验是否同时适用于东西方世界,也有待论证和说明.①

第三,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话不足.这个

问题与前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较为离散,多为问题解

决式的案例分析,在与西方主流学界的理论对话和研究议题对话方面存在提

升空间,比如,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对外战略、周边国家领土争端问题、地区

安全问题等热点问题上,政治心理学需要进一步介入,并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

预测.

四、对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

基本评估与未来发展方向

　　王:您认为,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目前处于怎样

的阶段?

尹:从总体上看,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议题和理论

进步很快.中国学者的研究横跨了西方不同阶段的议题,覆盖了从人格、认知

到情感等各个方面.中国学者从引进和消化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到实现

理论创新,只用了大约２０年时间,中国学者提出国际政治的演化心理学理论

等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②

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所运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相对集

中,既与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同时也对战略决策、外交决策理论有所

呼应;在心理学理论上,对于人格理论、情感理论、认知理论、群体关系理论和

身份理论研究比较多,但研究议题较为分散,对战略互动、对外政策、领土争

端,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均有涉猎,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热点

研究问题集合.

从研究趋势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学者和有心理学教育背景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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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尹继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
唐世平对于演化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国际安全的社会心理学的讨论获得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参

见ShipingTang,TheSocialEvolutionofInternationalPolit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
在大理论建设方面,尚会鹏运用心理文化学进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而张清

敏对政治心理学与中国外交的系统研究,为理解中国外交创造了独特的微观视角.



际政治学者的加入,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也将越来越多地引入心理学

研究方法和路径.
王:您认为未来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需要在哪些方面拓展和加强?
尹: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对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知识体系进

行完整介绍,使中国学者能够了解自己的研究在知识谱系中的定位,加强对前

沿理论的追踪和对话,提高创新意识,为搭建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科提供基

础.对于当下中国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中国话语和理论问题,我
个人倾向于理论的普适性和文化的独特性相结合.如果基于强烈的差异和独

特目的,去创设一个非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不同的话语体系,这过于受到价值偏

见的引导,反而不利于理论创新.基于人性是相通的,人性差异只是程度差异

而非本质差异的假定,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法,均需遵循

人性与政治差异本身的逻辑.第二,提高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学知

识储备,推广心理学实验、定量分析等必要的研究方法,吸引更多有心理学背

景的研究人员加入该领域,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实现精确化和科学

化.第三,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议题较为松散,应该向相关研究议题聚

拢,形成一些核心议题,比如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恐怖主义研究和国际冲突与

战争研究等,同时,应该深入探讨中国经验/中国案例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

中的普适性问题.① 第四,加强学科的制度性建设,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

研究的常设机制,在课程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召开中国

国际政治心理学论坛、编制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年鉴、开展国际交流等方式促

进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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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实,一个更具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应该对当今国际政治中的

重大问题,以及中国对外关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深入的介入和回应.从政治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属性来

看,其实它的理论创新是来源于基于现实问题的学理研究.所以,政治心理学不是不关注现实问题,恰恰对

于分析和理解现实,政策和对策分析应对有着重要的价值,比如当今全球的独特领导人、选举心理、恐怖主

义、国际争端和安全热点问题中的战略决策和互动,都有着应用的空间和政策启发.




